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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结构”与中国法学的时代使命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第二版序

■邓正来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时代，呼唤“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问题乃是一个“问题束”，它所隐含

的至少有这样三个在逻辑上紧密相关的问题：第一，既作为观察者又作为参与者的中国

社会科学或中国法学论者，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面对中国置身于其间的“全球化”？

第二，为什么说建构当下中国法学或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条件是我们对中国现实以及

中国置身于其间的世界结构的“问题化”理论处理？第三，中国法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为

什么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始终缺失对中国的实质性关注以及对中国“理想图景”的根本

关注？在基本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后，作者强调：第一，以“世界结构”为观照，包括法律秩序

在内的中国社会秩序的建构必须服务于中国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第二，我们不仅不

能将当下西方化的世界秩序模式作为“历史的终结”，更应当利用中西文化资源，其是中

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为世界秩序的重构做出我们的贡献。

［关键词］开放性全球化观 话语争夺 文化身份 世界秩序的重构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曾以独立论文的形式，由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现代法学》在 2005

年连载 4期发表。后经修改，又于 2006年初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蒙同道读者的厚爱，

我的这本小书自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日本著名学者石川英昭教授的努

力下，拙著的同名论文已由他全文译成日文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日译本论著也正在

编辑出版之中。据我的学术助手孙国东博士统计，截止 2009年底，拙著出版后仅仅发表

在 CSSCI刊物上的评论性文章就有近百篇，郭道晖、张文显、季卫东、苏力、陈弘毅、朱景

文、周永坤、舒国滢、郑永流、卓泽渊、孙笑侠、张千帆、葛洪义、莫纪宏、周国平、高全喜、张

曙光、何家弘、林来梵、魏敦友、姚建宗、吴冠军、郑戈、马长山、刘星、范愉、顾培东和徐亚

文等数十位知名学者均发文或以其他方式（如发表演讲）对拙著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展开

了评论；由 30多位来自全国不同学科（哲学、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的博士生或青年

学者撰写的专门评论该论著的论文集也已出版；①《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河北法

学》、《浙江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论坛》等知名刊物均曾以专题栏目组织评论；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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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还专门以“中国法学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论坛”（2005年 10月 5 ～ 7日）

为题组织召开了针对拙著的学术讨论会议。根据“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提供

的数据，截止 2008年底，仅仅发表在 CSSCI刊物上的文章直接引证拙著的“他引”次数即

达到 299次（排除自引）。有评论认为，这一切使得该书开创了“自民国以降法学界集中评

论一位学者某部著作的最大盛况”。②

在我看来，拙著之所以引起了一些反响，在根本上乃是因为它确实抓住了包括中国

法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甚至当下中国的一个时代性问题，亦即中国（法律）的“理想图

景”问题。一如我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结语中所指出的那样，“把‘理想图景’引入对

中国法学的反思和前瞻，在根本上意味着我试图在中国法学的领域中，甚或在中国社会

科学的领域中，把那个被遮蔽的、被无视的、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

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开放出来，使它彻底地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并且‘命

令’（command）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思考和发言，而绝不能沦为只当然地信奉‘西方法律理

想图景’之权威的‘不思’的一大堆。”③在全球化时代，将“理想图景”引入对中国所面临

的挑战和机遇的思考，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主权性中国”，更要成为

“主体性中国”。我对当下世界的结构性不平等的分析表明：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除了能

够在对外方面为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保护人权和经济发展提供最正当的理

据以外，所谓“平等”的主权，亦即主权的中国，不仅不是充分的，而且还有着相当的限度。

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

身于思想上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

不分的世界结构下的中国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

构进程。④

为了推进与此相关的研究，我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出版后，又发表了《中国法律哲

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⑤一文，并以我所谓的

“开放性全球化观”为主题在《河北法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 6篇系列论文。⑥这后两项研

究后又集结成册，由商务印书馆于 2009年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为题出版。⑦我

之所以先后开展了这三项研究，实是因为我深刻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主张“主体性

中国”和“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问题乃是一个“问题束”，而在这个问题束背后所隐含

的则至少有这样三个在逻辑上紧密相关的问题：第一，既作为观察者又作为参与者的中

国社会科学或中国法学论者，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面对中国置身于其间的“全球

化”？第二，为什么说建构当下中国法学或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条件是我们对中国现实

以及中国置身于其间的世界结构的“问题化”理论处理？第三，中国法学乃至中国社会科

学为什么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始终缺失对中国的实质性关注以及对中国“理想图景”的

根本关注？显而易见，这三个问题正是我近年来进行的上述三项研究所关注的不同论题，

只是它们所关注问题的时序恰恰是相反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也是根据我自己对

这些问题的思维逻辑，我个人建议，这三项研究的阅读顺序从时间上来讲应该是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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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首先阅读我关于“开放性全球化观”的系列论文，尔后阅读《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

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一文，最后阅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显而易见，我之所以主张这三项研究应当倒过来阅读，所要强调的乃是这三项研究

之间的逻辑关系。大体而言，我关于“开放性全球化观”的系列论文试图通过对中国法学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各种论说的反思和批判，阐发或建构一种以中国自身利益或立场为基

础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全球化观”：一是矛盾且多元的全球化进程，二是主观且可变的全

球化进程。在这里，我努力揭示的是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所存在的各种隐而不显的

问题，中国或中国法学与全球化之间可能具有的各种关系，以及“主体性中国”在全球化

时代出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基础。显而易见，上述理论工作为我后来在“世界结构”的观

照下提出我的法律哲学纲领，进而对中国法学进行总体性批判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一文则深入分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结

构”的支配性、双重性，以及中国法学可能做出的理论回应。我在该文中强调指出：中国当

下所置身其间的世界结构乃是当下中国法律哲学的历史性条件。从世界结构与中国的支

配关系看，这种“世界结构”乃是一种在平等主权国家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的支配关系，

而且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着一种并非依赖中国的“共谋”，而是根据中国

之承诺的“强制性”支配。同时，这种世界结构又具有双重性，它不只是对此前西方现代性

的简单延续或展开，而是建构出了两个不尽相同的世界：第一现代世界与第二现代世界。

这种“世界结构”实际上对中国的发展构成了一种被我称之为的“双重强制”，因为它在自

然时间向度上为中国的发展引入了两个外部性的“未来”：经由经验制度及其地方性知识

层面的全球性示范而在中国的自然时间向度上强设了一个“现实的未来”（亦即第一现代

世界）和经由建构“风险社会”或“生态社会”而在中国的自然时间向度上强设了一个“虚

拟的未来”或“假想的不确定性风险”（亦即第二现代世界）。基于上述分析，我提出了回应

这种世界结构的法律哲学观，亦即在重新定义“中国”的过程中建构起一种“关系性视

角”，在审视“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建构起一种“共时性视角”，在当下“世界结构”中主张一

个“主体性中国”。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则是我对中国社会科学所做的总体性分析和批判，因为中国法

学只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当中的一个个案而已。在该文中，通过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

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的深入探究，我得出结论认为：以这些理论模式为代表的中国

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

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

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

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由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还导致了我

所谓的“范失”危机。根据这一结论，我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

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或者说，我们必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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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这个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社会科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理想图景”的

中国社会科学新时代。

通过这一系列研究，我认为我已经基本上从理论上回答了前述三个基本问题。而这

三个问题其实又可以归结为如下两个问题：首先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参与“话语权争夺”

的可能性。我对“开放性全球化观”的研究表明：就全球化的性质而言，只要看到全球化的

开放性，特别是全球化与“全球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就可以洞见到全球化背后的

“话语争夺”，甚至“文明冲突”实质，进而树立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而我从

“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对“世界结构”与中国之关系的分析则表明：全球化时代中

国所置身其间的世界结构不仅存在着“中心”与“边缘”之分，而且对中国构成了“双重强

制”；但另一方面，不仅当下世界支配性质（基于承诺的支配）为我们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

规则的机会，而且只要我们拥有“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树立“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

角”，⑧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当下世界结构中成为一个“主体性中国”，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

“主权性中国”。其次，我想回答的是：为什么中国法学，甚或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无力回应

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使命？一如前述，这在根本上是因为我们受制于“现代化范式”

而丢失了作为思想根据和研究对象的“中国”。这种状况不仅为我们间接提供了一幅“西

方的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我们意识不到自己所提供的是一幅“西方理想图景”。

拙著发表后，近年来的世界情势的演变，尤其是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

发，又为我们提供了对由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进行深刻反思的机会。对

此，我想简单强调如下两点：

第一，以“世界结构”为观照，包括法律秩序在内的中国社会秩序的建构必须服务于

中国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这一主张的哲学根据在于：每个伦理性的存在物对自己都

有一种本真性（authentic）的想象，个体如此，文化族群如此，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国家也应

是如此。借用哈贝马斯的话讲，“权利系统对不平等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差异都不能置若罔

闻，”“权利实现的过程确实嵌入到要求作为政治重要组成部分之商谈的语境之中———人

们要对被认可为本真的（authentic）共享善观念和可欲生活形式进行讨论……由于伦

理—政治决定是政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其法律规章（regulation）表达的是整个

民族之公民的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它们能够激发受歧视的少数反对麻木不仁

的（insensitive）多数文化的文化斗争。引发这种斗争的不是法律秩序的伦理中立性，而毋

宁是这一事实：每一个法律共同体和每一个实现基本权利的民主过程都渗透着伦理的印

记。”⑨如果我们将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族群或伦理共同体的话，法律哲学必须回应涉及中

国人的本真性想象、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认同等基本问题的“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

第二，我们不仅不能把当下西方化的世界秩序模式作为“历史的终结”，更应当利用

中西文化资源，尤其是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以及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

dom）为世界秩序的重构做出我们的贡献。必须承认，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就像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最近指出的那样，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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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

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⑩在整个世界秩序面临转型和重构的临界时刻，我们必须树立

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觉意识，进而成为“主体性的中国”。事实上，就连 20年前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都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秩序重构中所扮

演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

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

统留有一席之地。”輥輯訛尽管已有论者对主流媒体对福山言论的“非语境化”处理进行了质

疑，輥輰訛但综观目前可获得的学术信息，至少可以确认的是：福山不仅对“中国模式”给予了

足够的重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将它提升至对西方主流现代化模式构成挑战的高度

予以认识的。

当然，就我所关注的这一题域而言，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厘清和深化：比如说，

中国晚近 30年来已经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主流模式和前苏联模式的“中国道路”，但我们

究竟应当如何从理论上认识“中国道路”？就“中国道路”而言，是否存在着中国人独特的

“生存性智慧”的作用？我们究竟如何从理论上认识这种“生存性智慧”？如何基于中国的

立场，以我所谓的“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建构出一套以“中国和世界理想图景”为

观照的规范性理论？如何在开展对当代中国问题之深度研究的同时又不牺牲我们对未来

（特别是“理想图景”）的想象力？究竟如何在世界结构的背景下基于中国的传统、当下与

未来建构中国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究竟如何认识主导当下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的

“新自由主义”话语？如何利用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特别是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

参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的重构？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我未来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

但显然这绝不是凭我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它显然需要我们数代中国社会科学学

人的不懈努力。

因此，此刻再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不仅仅是因为该论著的第一版早已售罄，更主

要的是我本人的思考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该论著所涉及的题域，并向着更为深入

的方向发展。因此，向同道读者交代我的这一思考脉络便是极为必要的。为此，我在附录

中增列了 5篇论文，一方面是为了回应、澄清或完善该论著中较为重大的一些理论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展现我对该论著中相关问题的理论推进。其中，《批判与回应：寻求中

国法学的主体性》和《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就〈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答吉林大学理

论法学读书小组》两篇论文，主要回应了在我看来对理解、澄清和完善该论著的基本思路

和内容极有助益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该论著的写作缘起、基本意旨、理论资源、哲

学立场和进一步开放的问题。《迈向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和《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

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两篇论文，则侧重于交代我对该论著

中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推进。在这两篇论文中，我对当下中国置身于其间的“世界结构”进

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对中国法学的回应进行了纲领性的理论建构。最后，《直面全球

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这篇访谈，则进一步重申、回应并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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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球化时代与中国法学”这个论域中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必须对以各种形式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进行严肃的学

术讨论和批判的同道们表示最真诚的感谢。没有他们的真诚努力，我的学术研究不会这

么顺利得到推进，因为正是他们的讨论和批评，“命令”我在回应它们的时候对该论著中

所涉及的问题和开放出来的问题做进一步的阐释、完善和推进。最后，我想特别感谢商务

印书馆的洪霞编辑。正是由于她极高的职业水平和专业精神，本书再版才能够以如此之

快的速度和如此之高的质量与读者见面。

注释：

①刘小平、蔡宏伟（主编）：《分析与批判：学术传承的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②参见林来梵：《一个非法（学）的预言———究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法律博客”，http：//lin－

laifan.fyfz.cn/art/105238.htm，最后访问于 2009年 10月 2日。

③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

版，第 264页。

④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第 21页。

⑤邓正来：《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载《法学研

究》2006年第 5期。

⑥邓正来：《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的论纲》，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 1期；《认识全球化的

“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与开放》，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 2期；

《作为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法律全球化”争辩的中立性批判》，载

《河北法学》2008年第 3期；《作为一种矛盾且多元进程的全球化：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之同质

化预设的批判》，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 4期；《作为一种主观且可变进程的全球化：对中国法学“全

球化论辩”之客观必然性预设的批判》，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 5期；《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

性”中国的建构》，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 6期。

⑦邓正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北京：商务

印书馆 2009年版。

⑧亦即，我们要在中国与世界结构的关系中认识中国，看到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同时对这

种“共时性视角”本身保有一种“共时性”的反思和批判；否则，“共时性视角”的建构和采用将意味着

中国将失去自己的未来，因为它已经被规定了。我所建构并采用的“共时性视角”，不仅包括我们与

研究对象间的“共时性”以及作为研究对象之不同问题间的“共时性”———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在承认

“共时性”的前提下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我们认识之间的“共时性”———

亦即我所谓的中国法律哲学在当下必须采取的一种“重叠性思维方式”。因为在我看来，“共时性视

角”的建构和采用，在不具反思和批判的情势下，实际上便预设了对当下“世界结构”之双重性及其

对中国之双重强制的完全承认。于是，在面对当下“世界结构”的时候，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既不应当

是百年来那些一旦西化未果便动辄以一种狭隘的方式诉求所谓中国“文明”或“传统”的中国论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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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的态度：彻底从“世界结构”中退出或者视这种“世界结构”而不见；也不应当是那些不具反思或

批判能力的反主体性的西化论者所主张的态度：通过完全遵守“世界结构”的既有规则而彻底承认

这个“世界结构”的支配———亦即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或理想图景并根据它们去想象中国的“未

来”。参见邓正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第

249页。

⑨Jügen Habermas，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ry，Ciaran Cronin & Pable De

Greiff，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 208.

⑩转引自张啸涛：《“动漫帝国”倾销中国》，载《凤凰周刊》2006年第 16期，第 63页。

輥輯訛《中央公论杂志专访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

txt/2009-08/20/content_18368184.htm，最后访问于 2009年 10月 6日。

輥輰訛参见刘擎：《“历史终结论”面对的中国模式》，载《东方早报·书评周刊》，2009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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